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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及其对当地人的理解＊

———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十二

□张沐阳，孙　超，向　伟／问，朱晓阳／答

［摘　要］　朱晓阳是一位强调兴趣的学者，在经历报告文学创作和社会学熏陶后，他实现了从

文学青年到人类学家的蜕变。他的人类学研究，也从开始时注重运用西方社会学主题来讲述中国

故事，转变成重视直面百姓诉求，努力回答现实中的真问题。为此，关注农村、关注基层成为朱晓阳

长期以来的研究兴趣，乡村政治也成为他一直坚守的领域。他不但在这一领域内积极运用影视摄

像等新技术，更强调要从空间、资本、建筑等角度去理解农村发展和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在此基

础上，他认为通过将“地势”概念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相结合，才能更为确切地表达当地人视角下的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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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读您的自传，知道您一开始是文学青年，年轻时代还北漂过。这个阶段的经历和您后来的学术道路

是怎样的关系？

朱晓阳（以下简称“朱”）：如果后来学理科就毁掉了，学社会学可能半毁，学人类学正好合适。因为学人

类学，你爱好文学，爱好绘画、电影、戏剧，又写得稍微流畅一些，这些失败的经历陆陆续续都可以聚合到你的

民族志写作里。年轻时候可以多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尝试，虽然无果而终，但没有坏处，如果你做人类学的话，

当你五六十岁之后，没了评职称压力，年轻时候的兴趣更可以汇集到你的研究里头。

问：这段文学经历，可不可以看作后来民族志写作的一个积累？

朱：我文字功底一般，语言好的话，我就不干这个了，（就）写诗（去了）。有人说人类学家是失败的诗人或

小说家。

问：我听说，您也是个诗人。

朱：是啊，但是我写诗不如于坚，小说我也写不过很多很天才的人，他们是随便写写就很好。后来我就一

路滑向自己最适合的道路，从最顶端的追求，到第二顶端的，再到写非虚构、报告文学。我发现自己挺合适写

报告文学。写非虚构文学，文学天分不需要太多，又学过点社会科学，比如我学过政治经济学，理性辨析和概

括社会现象的能力就很有用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的报告文学就是这样的。

问：您觉得报告文学和民族志之间有关系？

朱：有关系。我的报告文学在那个年代也没有写得特别好，都还比较粗糙。好的非虚构文学，如美国的

新新闻主义、卡波迪的《冷血》、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口述文学《工作着》，还有德国的《底层》……这些作品的

文学性和社会观察都到了极致。我的报告文学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今天的年轻人，

如果有这方面的训练会非常好。

问：您讲您是怎么走上人类学的，那么在您看来，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的人类学家？他需要什么素养？

朱：第一点，肯定要有想象力，不管科学的想象力还是形象的想象力。第二点，要有很好的写作能力，既

包括讲故事，也包括概念的抽取。第三，有扎实的调查，这是真正的不二法门。好的民族志能将深层现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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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拔出。有没有深入调查，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们今天确实要有良好的社会科学

训练。我学过一段政治经济学，也学过社会学。社会学强调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它使我确信有一个外部的

世界，而且可以调查和研究这个世界。这几点之外，很好的阅读也是需要的。阅读，我们这一代人完成得不

是太好，我读的也不是太多。与其说文本里读的多，还不如说是社会上见得多。

问：我想接着这问题问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转到人类学的？

朱：我一路都是在倒退。开始是要搞文学，纯文学不成就妥协了，就进入非虚构。非虚构又没有坚持到

底，出国之后，一段时间在ＡＮ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待着，有人说你写的报告文学就是社会学的，那就去学

社会学。一开始考虑学亚洲研究，又有人告诉我亚洲研究不是学科（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他们说你不要怕耽误时间，

社会学或人类学是学科，你值得花上几年甚至十年时间，这点儿时间在你的一生中也不算漫长。于是我就去

读社会学。等到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结束，刚好有个朋友在悉尼的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大学，她说他们那里人类学好像

和我的方向挺接近的，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比较社会学和应用人类学传统。我就去那里投，结果就申请到

联邦政府奖学金。有全额奖学金的日子很滋润，就这么滑进了人类学。

问：这段经历让现在年轻人看，可能觉得是跳跃式的，跳得很大。

朱：在社会学里也能找到研究兴趣点，但是由于过去的文学背景，我自然会倾向于寻找更接近文学的学

科。如果没有这些背景，也会死扛着社会学走到底。每个人的选择不是从最难的选的，而是从最容易的选。

天才并不是在寻找最困难的道路走，而是选择走得最轻松的道路。因此是躲避困难出来的。

问：您一开始关注法律和政治，现在关注地势。是什么原因导致关注点的变化？可不可以把之前跟之

后的研究做个对比？还有，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论背景让您有这些变化？或者请您谈谈变化是怎么样的一个

过程。

朱：第一本《小村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学生的民族志作品。是西方式社会学的主题，加上中国式的

内容，是受到曼彻斯特学派影响的民族志。其路径上也是受结构－能动性这类社会科学话题左右。回国以

后不断有机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开始碰到一些新问题，也开始思考新的路径。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我再去小村的

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城市化。这是现实的真问题，而不是学科上的问题。那里的人关心的主要是土地和房

屋，发展就是空间争夺。我们于是乎也去面对和关注空间问题。我和于坚一起拍《故乡》，一开始关注的也是

土地、建房和政治。后来我们发现农民对摄像机有不同于我们的预期和互动。摄像机也是一种器官，被摄像

机经常捕捉的是妇女和仪式。因为妇女对摄像机有积极要求，并引导我们去拍摄仪式。拍电影那两年发现

的问题比原来认识到的多得多。片子拍完半年以后，昆明开始拆迁。由于拆迁前那几年混得熟，村里人来找

我出主意。我的介入出于两重理由，一是前一阶段对那个地方的研究积累，觉得对那里的问题还是有些把

握，知道哪些是应该捍卫的，尤其是关于空间和城市化的问题有一些认识。二是出于道义应该帮助。出于这

两重理由就义无反顾地参与进去。以后的研究就像是行动或者行动中的观察。在介入过程中更加深了拍纪

录片时期的认识，注意到空间和地势，这是和当地人的一种共识，他们也是非常重视地势。拆迁办和开发商

十分重视地势，只不过我们是利益相反的两方。这些共识是后来研究的基础。

问：您提到社会事实的变化对您关注点的影响，提到不断回到同一个地方深挖。可不可以讲讲在回访这

方面的经验，或者建议？

朱：第一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主题，一辈子会不断地回来，它会跟你的生命有关。但在年轻时候你不知道

什么会跟你的生命有关，你会去很多地方做调查，但不知道哪一朵云会下雨。为什么要有回访调查？一个地

方的社会结构性呈现，确实需要长的历史过程。比如《小村故事》第一本描述过一些现象或事件，到了很多年

后，由于后来的各种事件才呈现出结构。一开始的生活世界也没有向你呈现结构，很多东西不可能在一两年

的调查里面去解决，你的立场也会产生一些改变。写作的方式也会改变，第一次很可能是社会学的模式，标

准访谈，观察一些个案，用社会调查方式分类。比如《小村故事》就有很强的社会调查分类在里面。

问：谈到拍电影，您刚才说到农民对摄像机的预期、在人类学研究里使用摄像机的作用。具体地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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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什么？是摄像机让村民对访问者的态度变得更好、更愿意表达？

朱：村民对摄像机有一种预期，会觉得摄像机应当对准某些东西，于是他们会引导你去拍他们认为应该

拍的生活。他们在摄像机前会有另一种表演。比如２００７年的选举中，村委会主任被村民簇拥到桌子上站着

演讲。他不是西方政客，平时不会有演讲习惯的。这就是受到摄像机在场的影响。还有就是摄像机很被动，

目不转睛，只要一开机就一刻不停地拍，因此会记录下一些非常有意思，甚至研究者不在眼前的情境。这是

非常具有意义的。

问：接下去我想问，人类学学者拍出来的影片，作为学术成果而言，和传统民族志对比，有哪些不同，又有

哪些优势？

朱：这是两种文本的对话关系。不应当将民族志电影当作传统文本的注解，（两者）应当是互相独立的文

本。制作电影的时候应当忘掉传统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各做各的，各自有各自的世界。

问：那“小村故事”系列是本着什么样的兴趣去做的呢？

朱：早年文学阅读的积累，让我更关注农村。早年的经历，你在那里工作生活过，但这是一个不断生成的

过程。你不能说早年生活就像一颗种子埋在那里，将来一定发芽成长。实际上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做很

多不同的事情，一些经历和另一些条件成了你选择的机缘，但没有决定论。条件包括家里的一些资源，给你

提供了方便，比如我爸保存的知青笔记。如果没有，就不会打开那个方便之门了。

问：您近期的“乡绅与中农”研究可以看作这个兴趣的一个延续吧？这会是您的一个新关注点吗？

朱：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我跟学术圈的人谈，他们中觉得重要的不多，我和圈外的谈，他们

倒是觉得这个很重要。最近五六十年来做乡村研究的人很多，但是自然村／生产队／村小组领导精英的变迁

往往被忽略。这是将最重要东西有意或无意地抹杀。地方政府很想抹掉这一层，因为这个层次对于政府操

作征地、资本下乡、撤村并点等是一个障碍。

问：乡绅政治和我们说的“能人政治”差不多吧？“能人政治”是精英研究思路，讲基层政权一定要有个结

构，而这一结构必然会形成中心－边缘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很结构化的讨论。但是，朱老师的地势，好像不

太一样。

朱：我是从现象观察开始思考的。很多做乡村研究的学者可能都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但是，大家又都

没有去深究。这个现象背后的问题实际上是：自然村／村小组／生产队的实际负责人和历史上的乡绅之间的

联系是什么样的？以前，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曾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但是我也没有去深究。最近这一两年

回顾小村几十年的变迁，我才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开始把这个问题与谁是农耕社区里的赢家和

领导者的问题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在一个地域的、地方史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问题，但同时，生

计环境与地理视角又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一视角，你就不会这么看问题。以往的乡绅研究、阶级研究，都

没有进入生计环境与技能的视角，你可以去看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无论做得多细，都没有从这个视角去做。

而这一视角，我觉得是很关键的。

问：当代的很多村干部，其实，是企业家，也是跟生计有关系的。

朱：在我的文章中，很关键的一个点是区分了行政村和自然村，而这个区分必须要借助政治组织和政治

经济学的分析来做。行政村，涉及的是六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在基层建立代理人的问题；但是自然村，却是一

个国家不得不允许的生存状况，这关系到一个国家基层的稳定性。

问：自然村就是聚落吧？

朱：也可以说是聚落，自然村经常是以前的生产小队，现在的村小组。这一现象，很多人也观察到了。甚

至网红文章《我是范雨素》里提到家乡带领上访告状的是生产队长，他要求每家每户出一个人。应星的《大河

移民上访告状故事》中也有类似的观察。这一现象背后是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不用生计环境的视角，你会说

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村民单位，但并未抓住关键。这一现象背后，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集体土地的所

有者是自然村或村小组。此外更关键的是，自然村或村小组是农耕生境的基本单位，是精神和物相融贯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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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但是这些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东西都被从正式的政治组织研究中轻率地称为“虚化”，被一笔勾销。大

多数乡村研究把行政村的干部和村小组的干部混在一起处理。实践中，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基层也是使劲想

让村小组空虚化，然后将其容易控制的村两委做实，目前村两委领导基本上都由地方财政发工资，干支书时

间超过多少年的有退休工资等。在很多地方将几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将国家的哺农资源分配都给到行政

村这一级。行政村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像基层政府，但外貌还是“村民自治单位”。事实上全国绝大多数地方

农村最实在的东西———土地所有权属单位是小组／自然村。最实的层次被故意虚化掉，被当作虚拟的东西，

被视而不见，或被视为“空心村”。既然成了空心村，就该拆掉、迁走。因此“空心村”说法的政治经济背景不

可不察。将村小组／自然村虚掉是最近十几年地方政府一直在努力的，其主要动机就是让行政村两委取而代

之。例如，在征地拆迁的问题中，我们已经看到，通过村委会是很容易达到政府目的的，而作为地主代表的村

小组是不好对付的。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事项能够推行而将村小组／自然村虚化以后，短期

目标达到了，直接效益也提高了，但代价是毁掉整个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

问：您对乡绅的关注是跟着对地势的关注而出现的。那您２００３年以后再回小村的时候，是怎么重视到

地势的？可不可以讲讲您提出地势概念的过程？

朱：首先是在经验上遭遇了被研究地区空间的巨大变化。发现之前做的一些研究使不上劲。实际上在

经验层面之外，整个社会科学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对空间十分重视，这也对我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比

如福柯的生命政治和治理术的概念，对我们这一代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我的社会学训练里很重要的一块就

是阅读福柯。福柯关注权力，关注权力的机制和技术，而这些与空间的问题是一以贯之的。进入空间之后，

你会发现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概念与普通民众或者政府官员、开发商所关注的空间是有差别的。

问：能感觉到不一样，但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始终没有讲得很清楚。如果您只是说传统社会科学不谈“地

势”，所以我谈“地势”，这是一个循环论证；您需要解释传统社会科学缺少哪些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地势”这

一概念所能提供的。我理解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从方法上来说，传统社会科学的概念一般都是普遍的、抽象

的，比如政治与经济是对地位、收支、饮食等问题的抽象。而您所说的“地势”，一定要回到具体的状态里面，

比如小村，才能理解，它是反抽象化的。另一种是从理论上来讲，您讨论的问题中，除了政治、经济的维度之

外，还可能包含心态、风俗、民情等维度，这些都是传统政治经济学里所没有的，所以需要加入“地势”的概念

来处理这些要素。所以，您提出“地势”的概念，是认为我们需要放弃一种普遍式的、抽象的理解，只能从具体

中去理解，还是认为我们要在政治、经济之外寻找一些其他的影响人们行为的要素？

朱：我为什么要提“地势”？首先，我前面提到这是从汉语说话者视角体验和表达的现实。这样一种存在

状态从政治经济视角是不可理解的。其次，我是想泛化所谓的政治关系。借助现象学的思路，我先回到一些

非政治的关系，即生计、空间。空间当然不是均质的，所以会有地势。在我看来，地势又和生计方式及特定的

技术技能有关。在特定的环境中，组织特定的生计需要特定技能，并会形成一些长久的社会关系。举例而

言，在农耕环境中会形成一些持久的关系，比如性别关系，例如只有男人可以驾牛犁田，犁田成了男性专有的

活计，对犁田这一技能的掌控成为有威望的标识。犁田并不见得比别的活更苦更累，但它也是农耕社会仪式

性的活动，一个犁田的男人被认为是这个社区里有能力的人。另外，农业需要面对天气这一不确定因素，能

掐算天气，将农事活动安排有序的人会成为其他人的楷模，会有人追随其后。一个农业生境中还会有被视为

能沟通人神两界的人，于是就出现一些人专门从事宗教活动。从事宗教活动的人不止是从这片土地上栖居

出来的，他还跟某个宗教组织在那里的传播有关系，这些就不能只是用现象学来解释，而需要讨论宗教组织

传播的问题。同理，社区领袖的角色与政治系统有关，跟党的组织和阶级路线有关，我们不得不讨论其中包

含的政治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追溯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们是做深度阐释，它们都是一

体的。这就是我最近想的方法论。

问：由于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比较深，我感觉您的这个概念提出来，解释面更广，但是您的分析，更深了

还是更浅了？很多时候，能回答的问题越多，解释力反而也越弱。什么都能解释，很可能意味着什么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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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朱：确实一个概念如果过于概括的话是会这样的，这是危险的。

问：我的论文只是做些具体的研究，只想弄清地势在我的文章里怎么用。我仍然认为您要提出“地势”概

念，就要解决如何处理不同地势的问题。

朱：一处地势与另一处地势不同是显然的。我想说的是在讨论一些空间问题，例如在城市化中的一些地

方或场所时，可以引入“地势”视角来理解。例如一座村庙能否拆除或搬走易地再建？从政治经济或法律视

角看，拆了庙易地再建的问题只是经济补偿问题。可以说寺庙原来所占地方之特殊可以化约为级差地租问

题。法律上也可以承认庙是特殊性场所，但不是不可替代的，加倍补偿或易地重建就是办法。如果从地势视

角来看，寺庙的特殊场所性、级差地租、信众吸引甚至其传说故事等可以概括为“地势”本身特殊以及不可化

约。“地势”是用来描述这一类空间的质的差异性的方便用语。在这里地势比“特殊场所”和“级差地租”等更

能表达当地人视角的现实，其内涵的信仰和精神面向也是这两个词不能表达的。

问：最后，我想就前面您谈的本体论转向与地势概念的关系问个问题。那您是不是把地势作为新本体论

中的本体？

朱：简单说这就是一种本体性现象，是我们汉语说话者体验和表达的现实。所以如果要很好地解释地

势，尤其在向西方人解释的时候，你应该说“地势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而非“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问：您强调地势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能从中抽象出什么呢？让我们去研究

不同的（具体）地势吗？

朱：在研究中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大概念去套用。就像我在谈小村的新村时一样，我认为新村就是一种地

势营造。但在民族志中，我具体讨论农民如何在应对国家的城市化征地，在经历农耕生境消失的过程中，如

何顺势营造出这个新场所。以及这个新村在其演成过程中，如何成为新的生计的来源，成为村民物质和精神

生活的栖息地，成为抵抗拆迁的一个行动者。村民就是这样看新村的，称它为失地农民的“理想家园”。他们

说要是没有这个新村，村子就拆平了。２０１０年政府和拆迁办从外面进来拆迁，最初认识不到新村对于村民的

生死攸关性，选择拆迁从新村开始。当时有本村村委会负责人给拆迁领导小组出主意，说应该先拆老村，等

老村拆掉，再来拆新村。这是懂得地势的人出的主意，按村民的说法，如果这样做，老村以及老村范围的农贸

市场、通往主干道路的交通和老村中的客堂、寺庙被先拆掉，新村实际上就成为一个孤零零的点，一个不能方

便生活的地方。一旦新村的房子不好出租，生活环境破坏，这时候就会有更多居民愿意签拆迁协议。但拆迁

办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他们当时依仗仇和的强势，已经将周边村子都拿下，因此将小村的新村根本不放在眼

里。一两年以后，等拆迁搁浅以后，拆迁办的人也说当时如果先拆老村的话，小村就被拆掉了。但那时候已

经晚了，仇和已经走了，后来又被抓了。今天小村的新村不仅没有被拆掉，还成了昆明市城中村微改造的试

点。在这个案例中，政府和拆迁办的策略可能缺少对当地地势的考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和拆迁办不

是这样。他们的拆迁一般都会将破坏生境作为首要目标或针对地势中关键性节点进攻，例如拆掉村庄的客

堂、公共水井、沟渠、通道或公共厕所等。

问：所以您是想把地势发展成一个视角？

朱：是的，但同时这个东西是个实际存在，不是一个观念。也许可以从三种维度来谈地势，第一从实践或

应用层面来说，如上面举的例子，地势是政治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二从社会理论建构角度，地势是一种

本体性事实和研究视角；第三仍然回到应用层面，但这里是指法律层面，应当基于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的

地势信念和考量习惯，以及地势作为本体这一事实，将“地势”或相当于此的内容引入法律。这是将地势作为

应然或规范性问题来看待。举个例子，如厄瓜多尔的宪法中将“自然的权利（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如Ｐａｒ－
ｃｈａ　Ｍａｍａ（ｅａｒｔｈ－ｂｅｉｎｇ，大地之神）的权利写入其中。

问：那么地势这个概念怎么样操作化，或者具体化？

朱：你最后总是要概括。讲地势的好处就是不往西方式的空间概念去靠，或者不采用社会形态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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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理解，才更能把这个说清楚。比如法律里面的有“特殊性的场所”之称，像庙宇等。这样的解释没有精神性

那一方面的意涵。虽然这样的解释包含了人的选择，庙也可以说具有特殊性。但是怎么特殊？一般村民眼

里不就是因为那里有神？地势在一定程度上和那些关乎信仰的事务有关，比如说地脉和气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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